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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族徽兴起发展与夏商族群融合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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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有资料表明，金文族徽可能兴起于夏代晚期，它是当时社会组织形式由姓族转向氏族的重要标

志。商代早期至中期，族氏的政治化发展日益明显，金文族徽数量也随之增多，地域分布有所扩大。商代晚期，

金文族徽数量显著增加，以人名、地名、官名为族徽的现象增多，复合族徽所占比重增大。这是商代族群融合认

同逐渐脱离血缘而转向地缘政治并不断加强的表现。然而，由于当时的族群融合认同仍以血缘色彩浓厚、独立

性较强的族氏为本位，尚未深入到社会个体和家庭层面，因而并未形成一个基于地缘关系的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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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族徽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族氏名号，

不仅在夏商周时期长期存在，而且使用者既有

夏人和商人，也有周人和其他族姓的成员，是研

究华夏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资料。金文族徽保

存至今者数以千计，除见于青铜器外，在夏商周

时期的陶器、玉器及甲骨刻辞中也经常出现。

但由于材料零散，族氏名号复杂，分期断代困

难，在以往的华夏民族史研究中甚少使用。现

有成果多侧重于以文献记载探讨夏商周时期的

诸族关系①，依据考古资料讨论夏商周文化交流

互动②，或从民族迁徙等角度论述华夏族的融合

与形成③，少见通过金文族徽的兴起发展探讨夏

商时期的族群融合认同。本文不揣谫陋，拟对

这一问题作初步讨论。

一、金文族徽兴起与夏代族群融合

族徽作为族氏名号，是族氏组织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早在史前时期的母系氏族和父

系氏族阶段，族徽已经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

址出土的诸多陶器和玉器上［1］542-564，用以表示

“同族所有”观念。进入阶级国家社会以后，由

于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的族氏不仅没有消

失，而且在夏商周三代大量存在并长期发挥着

重要作用，因而当青铜礼器出现后，作为族氏名

号的族徽又被铸刻在青铜器上，用以表示铜器

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在现实生活层面，金文族

徽代表的是族氏组织，率先使用者都是掌握青

铜原料、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族氏。因此，金文

族徽不同于陶器上刻写的族氏名号，具有表示

族群身份地位的涵义。从族群关系角度看，金

文族徽常与祖先日名庙号结合出现，具有建构

祖先谱系、促进族群成员认同的作用。由于夏

商时代“氏族是最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2］95，财

产所有制单位是被称为“氏”的族组织而非个体

家庭，所以金文族徽往往代表的是家族群体而

非个人。

金文族徽的兴起，与夏商铜器铸造工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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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

址出土的陶器和玉器上的族氏名号，大多都是

器物制作或使用时直接刻划而成，制作工艺较

简单；而金文族徽制作相对较复杂，首先需要在

陶范上刻写族氏名号，然后修整、合范，最后再

用铜液浇铸而成。因此，一般认为金文族徽兴

起于铜器铸造技术较成熟的商代。事实上，在

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已经发现有铸刻简单花纹

的青铜礼器。从当时陶范制作工艺看，夏代晚

期已经具备了铸刻族徽铭文的技术条件。在传

世铜器中，也有夏代晚期青铜器铭刻族徽的例

证［3］315。这种情况说明，金文族徽很可能早在夏

代晚期已经出现。从新石器时代至二里头文化

遗址出土陶器上所刻写的族氏名号看，其结构

形式分为两类：一类是笔画简单的抽象符号，如

仰韶时代半坡遗址出土陶钵铭刻 、 、 等，这

些“多种类同的符号，出在同一窖穴或同一地

区”，发掘者推测“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

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4］198，研究者认为“如花押

或者族徽之类”［5］；另一类为笔画较复杂的象形

符号，如龙山时代朱家村遗址出土陶尊铭刻 、

、 等，“都随葬在大墓中，且放在显著位置”，

发掘者认为“是显示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物”［6］，

研究者认为与铜器族徽类似，“是表示器物主人

的族氏”④。与此类似，金文族徽在结构上也分

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刻划系统（六书中的‘指

事’），一个是图形系统（六书中的‘象形’）。”［5］。

这种前后对应的关系，说明在青铜器上铸刻金

文族徽是从陶器刻写族氏名号的传统习惯发展

而来。

从社会组织形式来看，金文族徽兴起与夏

商时期族氏兴盛和族氏政治发展关系密切。根

据文献记载，夏代族氏众多，《世本·氏姓篇》载

“姒姓，夏禹之后，有夏后氏、窦氏、有扈氏、有南

氏、斟寻氏、彤氏、褒氏、弗氏、杞氏、鄫氏、莘氏、

冥氏、戡灌氏”［7］260-264；《史记·夏本纪》载“禹为姒

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

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

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8］89；《春秋》经传载

夏代异姓国族有彭姓豕韦氏、己姓昆吾氏、董姓

鬷夷氏、姚姓有虞氏等［9］605-608。这些众多以“氏”

为称的族氏名称，应当就是考古发掘所见夏代

陶器上出现的族徽。例如，在河南洛阳皂角树

遗址发现夏代中期陶器刻有象形“車”［10］；偃师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刻有“矢”“井”“冉”“皿”

“木”“箙”以及一些简单的抽象符号 、 、

等［11］304，203，多见于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经碳

十四测定年代属于夏代纪年范围（公元前 1900
至公元前 1500年），可知其为夏代晚期形成的族

徽。据专家考证，它们实际上是与甲骨金文有

密切渊源关系的夏代文字，典型例证如下表所

列［12］。

上表夏代陶文考释或有可商，但多数都能

与青铜器族徽文字相对应。如第 5字像盛矢之

器，应为青铜器上常见的金文族徽“箙”字；第 11
字作八字形，不是“行”而是与父癸簋、父丁爵

（《殷周金文集成》3219、8443，以下凡引该书只

标编号）铭文相同的金文族徽“ ”字。众所周

知，夏代晚期已经出现了青铜容器并在器物表

面铸有简单花纹，如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铜爵、

铜斝、铜鼎等器上的凸弦纹、联珠纹、网格纹

等。从制作工艺观察，当时采用先在陶范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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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然后再进行浇铸的工艺。不难看出，这种技

术实际上可以看成是由在陶器上直接刻写族氏

名号发展而来。因此，从陶范制作技术考察，夏

代晚期已经具备铸造金文族徽的技术条件。然

而，在科学发掘的夏代铜器上，至今仍未发现与

二里头陶器上族氏名号相同的金文族徽。尽管

如此，我们仍不能断言夏代尚未出现金文族

徽。因为在传世铜器以及相关的铭文材料中，

有夏代晚期金文族徽出现的一些证据：（1）《西清

古鉴》著录的铜鬶铭文作大人胯下蛙形［13］216，释

“ ”，时代为夏代［3］315，器型被认为仿自龙山文

化陶鬶，具体年代“可能是公元前两千年，最迟

不晚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之前”［14］，或说为“夏

代晚期或商代早期”［15］27，说明夏代晚期可能已

出现金文族徽。（2）《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

成续编》（下文引用该书简称为《铭续》）233新著

录有铭“亞 ”的铜鬲，器形与汾阳杏花村、夏县

东下冯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陶鬲相似，应为

夏人或夏遗民的遗物［16］；（3）《殷周金文集成》

4988 著录的商代晚期铜卣盖铭文 ，有学者指

出其“所摹爵之形状为长流上翘，无柱，束腰，平

底。这种形制的爵显然应是二里头文化或至迟

是早商文化的爵，在商代晚期已不可见。也就

是说，这个‘爵’字很可能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

被创造出来了，一直延续到了商代晚期”⑤。（4）
在商周铜器铭文中，有一些族徽为夏人后裔的

族氏名称，如姒姓的 目、戈、辛、虎、山、 等［16］，

其中目、山、 均见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陶器［17］，

说明夏人有使用族徽的习惯。此外，有些见于

商代的金文族徽如木、禾、矢、菔、 等，也见于

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陶器，说明金文族徽早在

夏代晚期可能已经存在。（5）从金文族徽与文献

记载的族氏名称相互对照来看，有些见于商周

铜器的族徽如杞（5097）、南（《商周青铜器铭文

暨图像集成》15872，该书下文简称为《铭图》）、

寻（《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544，该
书下文简称为《新收》）、弗（2589）、曾（《铭图》

7991）、辛（989）、戈（《近出殷周金文集录》710，
该书下文简称为《近出》）分别与文献记载的杞

氏、有南氏、寻氏、弗氏、缯氏、辛氏、戈氏相互对

应，说明这类族徽早在夏代已经出现。综上可

知，金文族徽很可能出现于夏代晚期，不是有些

学者所认为的商代早期或中期⑥。退一步来看，

即使金文族徽由于受铜器铸造技术条件的限制

而出现较晚，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早已有

族徽见于夏代晚期陶器应该不容否认。

如果以上看法不误，通过文献对夏代族氏

的有关记载，我们进而可以了解夏代族徽所反

映的族群融合情况。我们知道，夏代社会的族

组织是由父系家庭发展而来的家族，其规模较

大者多称为某氏或某族，他们各有族姓，这就是

《尚书·禹贡》所谓“中邦锡土姓”。“中邦”指与

“夷狄”相对的中原地区各族氏，即为早期华夏

族氏；“锡土姓”是指中原各族氏在所居住的地

域内按“姓”分“氏”构建基层组织，也就是“赐土

为氏，赐姓为族”，与《左传》所说“因生以赐姓，

胙之土而命之氏”［18］202相同。前人研究已指出，

夏代的社会结构特点是“既保有氏族传统，又出

现了国家的雏形，其设官分职与颇富时代特色

的‘中邦赐土姓’合为一体”［2］259-260。按《潜夫论·
五德志》记载“姒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

寻、泊 、辛、褒、费、戈、冥、缯，皆禹后也”［19］396，

可知夏人的族组织分姓族、氏族（或称族氏）以

及基层家族三个层次。姓族如姒姓夏人、子姓

商人、姬姓周人、秃姓朡夷、偃姓群舒、彭姓豕韦

等［19］401，456，414，他们是“同出于一个男性或女性祖

先的若干宗族及其若干家族的外婚单系亲族集

团”［20］209。氏族为姓族之下的分支，如姒姓的夏

后氏、有扈氏等，常见为父系主体家族与若干分

支家族组成并占有一定封地的血缘政治集团。

为避免与原始社会的氏族相混淆，学者们多称

之为“族氏”。而家族则为族氏的基层单位，“是

指依靠婚姻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同居或聚居

的、有共同经济生活的亲属组织”［21］16，14，9。从以

上三个层次的族组织来看，夏代的族徽使用多

见于族氏和家族，而夏代的族群融合则多见于

姓族与族氏二个层面。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不同姓族之间联合。传说夏禹治理洪

水过程中，命偃姓夷族首领皋陶“作士以理民”，

命嬴姓夷族首领伯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

姬姓周族首领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

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同时“命诸侯百姓兴人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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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傅土”［8］77，51，且命子姓商族首领契任司徒“佐

禹治水有功”［8］91。这种不同姓族之间的联合行

动，实际上是夏朝建立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

各族群因平治水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种植

多种农作物而增强了彼此经济文化联系的反

映。在此基础上，史载夏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

贡”［8］51，“东教乎九夷”［22］266，南征有苗，“合诸侯

于涂山”［23］1642，进一步加强了南北地区族群之间

的政治融合，从而为夏后氏王权统治的建立奠

定了基础。此后，以姒姓为中心的族群融合逐

渐形成并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史称“禹子启

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诸侯皆去益而朝

启”［8］83。夏王朝建立后，夏人势力向东扩张，与

夷族、商族的融合随之不断加深。如古本《竹书

纪年》记载夏后相“征淮夷、风夷及黄夷”“于夷

来宾”，少康时“方夷来宾”“柏杼子征于东海”，

夏后芬时“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

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24］5-9；今本《竹书

纪年》也记载帝相时“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

商丘”，少康“使商侯冥治河”，帝杼时“商侯冥死

于河”［24］204，206，后世史书分别称为“相土佐夏，功

著于商”［8］92“冥勤其官而水死”［25］158，可知商人

的一些先公曾为夏王朝服务，子姓商族与姒姓

夏族的融合早在夏代已经开始。

（二）不同姓族之间相互冲突，常以一方战

胜另一方的方式而实现彼此融合。如东夷族首

领伯夷与夏启争夺王位，古本《竹书纪年》称为

“益干启位，启杀之”，《韩非子·外储说下》则说

“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说明这次冲突的

结果是夏后氏夺取了王权，而东夷族受到了削

弱成为附庸。直至太康时期，东夷族势力复兴，

有穷氏首领后羿、伯明氏首领寒浞曾一度联合

推翻夏统治，“因夏民以代夏政”［23］936。大约四

十年后，少康联合姒姓的斟寻氏、斟灌氏等攻灭

寒浞之子浇、豷的封国过、戈，又恢复了夏朝统

治，并使东夷族遭受沉重打击而无力与夏对抗，

常以“来宾”“来御”方式朝觐，夷夏之间最终实

现了政治上的融合。

（三）同一姓族内部族氏之间的冲突与融

合。夏启继承王权后，同族“有扈氏不服，启伐

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8］84；

夏代中期，东夷族有穷氏后羿代夏，同族伯明

氏子弟寒浞乘其耽于田猎，杀而代之，“外内咸

服”［23］937。这些同一姓族内部族氏之间的政治

冲突，都以武力征服手段实现相互融合。

（四）不同族氏之间联姻及融合。如夏少康

逃奔有虞氏为庖正，“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

邑诸纶”［23］1606，夏“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

人，曰琬、曰琰”［24］16。这种族氏之间通婚多见于

异姓之间，大多属政治联姻，有助于推进族群融

合认同。

从上述几方面来看，夏朝王权的构建明显

是以姓族联合为基础，即建立以姒姓为中心的

姓族联盟；而王权的凝聚与陵替则以族氏冲突

和斗争为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夏后氏与有扈氏、

有穷氏、伯明氏等争夺王权的政治斗争。由此

可见，夏代的姓和氏，实际上都是政治单位，并

非单纯的血缘组织；而夏代政治的发展，实质上

是由姓族政治到氏族政治的演变。在夏代，姓

族是血缘色彩较强、涵盖成员较广的组织，而氏

族（或称族氏）则是现实政治的主导，诸如夏后

氏、有扈氏、有穷氏、伯明氏、斟寻氏、斟灌氏、有

莘氏等，不仅是活跃于夏代政治舞台的最重要

的政治集团，而且也是延续数百年至商周时代

仍然存在的著名族氏。

二、金文族徽发展与商代早中期

族群融合

商朝建立后，族氏的政治化发展日益明显，

金文族徽数量也随之增多。其原因主要有三方

面：（1）商汤灭夏前后，为了构建灭夏联盟和稳

固商王室统治，子姓商族与夏人、夷人的部分族

氏联合、联盟关系不断发展，从而使族氏成为构

建商代国家政权的重要组织。如夏末商汤与姒

姓有莘氏伊尹结盟“以示必灭夏”［26］851“伊尹从

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8］95；灭夏之后，

商汤又与东夷薛国首领仲虺联合，“至于大埛，

仲虺作诰”［18］569，稳固了商王朝统治。（2）商代的

族氏为社会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通常

分为“宗氏”和“分族”二级［23］1536，均有自己的氏

名（族徽）和独立的祭祀系统，占据一定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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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独自经营的农、牧业经济和一定数量的族

军武装，是较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实体，且

数量和规模不断壮大。这就是见于文献记载的

称为“某氏”的众多国族，诸如“契为子姓，其后

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

氏、北殷氏、目夷氏”［8］109“子姓分氏，殷、时、来、

宋、扐、萧、空同、北段”以及“宋孔氏、祝其氏、韩

献氏、季老男氏、巨辰经氏、事父氏、皇甫氏、华

氏、鱼氏、而董氏、艾岁氏、鸠夷氏、中野氏、越椒

氏、完氏、怀氏、不第氏、冀氏、牛氏、司城氏、冈

氏、近氏、止氏、朝氏、 氏、右归氏、三 氏、王

夫氏、宜氏、征氏、郑氏、目夷氏、鳞氏、臧氏、虺

氏、沙氏、黑氏、围龟氏、既氏、据氏、砖氏、己氏、

成氏、边氏、戎氏、买氏、尾氏、桓氏、戴氏、向氏、

司马氏，皆子姓也”［19］400，431，还有殷民六族“条

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殷民七

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

氏”，以及“怀姓九宗”，等等［23］1536-1537。这些族氏

的大量存在，不仅推动着商代族氏政治的发展，

而且使商代金文族徽数量空前增多而趋于兴

盛。（3）商人灭夏后，通过俘虏夏人工匠和控制

伊洛河流域夏文化区，继承和掌握了夏代先进

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同时又“以族军为基础，不

断地向外扩展，当占领一地之后，即斩除当地原

有的贵族群体……将一个或多个族氏‘分封’到

这些新的地点，取代原有的他姓贵族群体，以控

制留居当地的原住民”［27］85，从而使金文族徽扩

散到山西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湖北盘龙城、

江西清江等地的军事据点或方国，不断地促进

青铜文化的地域传播和夏商族群的文化融合。

商代早期，金文族徽数量较少，地域分布主

要在夏文化中心区域附近。从商代早期的考古

发掘资料看，在豫北、冀南至豫东、鲁西南一带

发现的青铜刀、镞、耳环等器，明显不能与豫西、

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爵、斝、盉、鼎等礼

器同日而语，说明当时商人族群的铜器制作技

术明显落后于二里头夏文化。这一时期发现的

金文族徽，主要有 1964年河南郑州杨庄出土的

铜爵铭“ 目”［28］57，11，1978年河南中牟县大庄村出

土的铜戈铭“臣”［29］，1971年山西长子县高庙村

出土的铜甗铭“ ”⑦，1977年湖北随县淅河出土

的铜戈铭“ ”［30］。从以上各器的出土地点结合

早期商文化地域分布看，早商一期的商族势力

已经从“有夏之居”扩张到晋南地区，至早商二、

三期向南深入到湖北黄陂盘龙城一带，说明商

代早期的金文族徽已经从夏文化中心区的豫西

和晋南，扩大到商人在湖北盘龙城等地建立的

军事据点或方国。值得注意的是，杨庄铜爵腹

部鋬两侧铸有双目形族徽“ 目”，与另一侧腹部

所铸“臣字眼的饕餮纹”不同⑧，该族徽又见于上

海博物馆收藏的商代早期铜爵［31］27，在现存 目族

30余件铜器中有 3件西周早期铜器铭文记载表

明，目族为姒姓［32］27，说明 目族为夏遗民。中牟

大庄铜戈所铭族徽“臣”是最早出现的以官为氏

的族称，见于商代中晚期则有“冬臣单”（7203）、

“臣辰 ”（《近出》628）等。有学者认为，后者即

文献所载殷商子姓“巨辰经氏”［27］18。准此，可知

臣族为子姓。上述例证表明，商代早期使用金

文族徽的族群，既有夏遗民也有商人族群。这

是夏遗民与商人族群开始融合认同的反映，说

明以青铜礼器、金文族徽为代表的夏文化，在商

代早期已得到了商人族群的继承与认同。

商代中期，金文族徽的数量开始明显增加，

地域分布较前有所扩大，新出现的族徽有萬、

鸟、犬、龟、甘、甲、冬刃等，但数量仍然不多。这

是夏遗民与商人族群融合扩大的表现。这一时

期，由于中商文化“分布地域曾一度比早商时进

一步扩展，东到泰沂山脉一线，西抵关中西部岐

山、扶风，北面近抵长城，南逾长江”［33］253，所以

1991年在山东沂水县信家庄墓葬出土的铜戈铭

“鸟”［34］、1972年陕西岐山县京当村窖藏出土的

铜戈铭“臣”［35］、1965年陕西绥德县墕头村窖藏

出土的铜戈铭“冬刃”［36］、1977年北京平谷县刘

家河村墓葬出土的铜鼎铭“龟”［37］，都应当视为

商人文化区域内的夏遗民与商人族群在北方黄

河流域融合认同的反映。

三、金文族徽兴盛与商代晚期族群

融合认同

商代晚期，金文族徽数量显著增加，地域分

布广泛，发展趋于兴盛。大致分为两个发展阶

金文族徽兴起发展与夏商族群融合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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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1）盘庚迁殷至武丁早期。这时商人已迁都

于殷，政治逐渐稳定，生产开始发展，青铜器制

作工艺明显提高，金文族徽数量相应增加，新出

现的金文族徽有天、先、眉、媚、子、武、侯、卫、宁

、 册、亞犬、亞弜等。与商代中期相比，这一

时期金文族徽的地域分布格局出现了明显变

化。首先，西部的关中地区迄今尚未出土殷墟

一期族徽铜器，说明当时商人族群可能已退出

了关中平原。但在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发现陕

西绥德县墕头村窖藏出土的铜鼎铭族徽“天”［36］，

内蒙古昭乌达盟翁牛特旗敖包山出土的铜甗铭

族徽“宁 ”［38］，可知当时中原地区的夏商族群

与北方部族的互动交流较多，民族融合主要发

生在北方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其次，在江南

和山东地区，迄今未发现殷墟一期族徽铜器，但

在安徽嘉山县泊岗引河工地出土有一件铭族徽

“子”的铜斝［39］，说明商人族群在东方、南方的分

布范围明显收缩，大致东从今山东中南部退出

了山东境内，南从今湖北长江沿线退缩至今安

徽中部淮河沿线。最后，在豫北、冀南的商文化

核心区出现了较多的金文族徽，如 1976年河北正

定县新城铺遗址出土的铜爵铭族徽“ 册”［40］158，

1949 年河南安阳出土的铜瓿铭族徽“侯”（《铭

图》13951），1992年花园庄南 115号墓出土的铜

鼎铭族徽“韋”［41］58，1995年小屯村殷代大型建筑

基址出土的铜鼎铭族徽“武”［42］，1976年小屯村

妇好墓出土的铜鼎铭族徽“亞弜”［43］57，说明以河

南安阳王畿之地为中心的金文族徽中心开始形

成。更进一步看，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的宁 甗

重达14公斤，被认为是商王室遗物［44］。而安阳小

屯大型建筑基址出土的铜盉铭文“武父乙”，也被

发掘者认为是商王武丁对其父小乙的称谓［42］。

对比商代中期的郑州南顺城街、郑州张寨南街

杜岭、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所出王室重器

均无族徽的情况［45］4-103，可知这时商王室贵族已

经开始使用金文族徽。这是夏商王族融合认同

的体现。此后，金文族徽作为殷商文化的一个

重要标志，在商代晚期的各种遗存中屡见不

鲜。（2）武丁晚期至帝辛时期。这时相当于殷墟

文化二期至四期，考古发现商代各级贵族及上

层平民墓葬都出土族徽铜器，说明族徽的使用

已经扩大到商代社会各阶层，金文族徽数量随

之猛增。据严志斌对现存商代铜器铭文的分期

断代研究，金文族徽在殷墟二期有 423例单独出

现，23例与日名连缀，67例附加有亲属称谓，有

149 例见于人名称号，合计 662 例；殷墟三期有

358例单独出现，37例与日名连缀，47例附加有

亲属称谓，有 21例见于人名称号，合计 463例；

殷墟四期有 572例单独出现，66例与日名连缀，

486例附加有亲属称谓，有 73例见于人名称号，

合计 1197例［46］82-83。以上各期共计 2322例。若

将不能分期断代以及近年新发现的材料计算在

内，商代晚期的金文族徽数量更多。以上族徽

铜器的出土地表明，当时金文族徽的分布遍及

整个商文化区，其中以河南安阳最集中，形成了

以殷都为中心辐射周边诸侯方国的分布格局。

从商代晚期金文族徽的来源与构成看，其

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出现了许多地

名、国名或以地名、国名附加族名的族徽，而且

数量不断增多，如单、西单、南单、北单、西单光、

南单冓、北单戈以及龙、虎、木、林、龙舟、虎未、

木戉、林亚艅等。这类族徽实际上就是“以地为

氏”或“胙土命氏”，体现着族氏血缘与地域的结

合，其形成与商代族氏迁移、奠置、分封、建立族

邑有关。显然，按照这种族徽的命名方式，居住

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族氏，都会冠以相同地名作

为族徽，形成诸如西单光、西单毌、西单只、西单

、西单 之类族徽。这是不同族氏聚居一地而

互有联系的反映。（2）以官名、职事或官名、职事

附加族名的族徽数量增加明显，如尹、亚、册、

侯、田、宁、犬、卫、尹舟、亚弜、册告、正侯、告田、

宁矢、犬鱼、弓卫等。这类族徽实际上就是“以

官为氏”，即为家族组织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其

形成与家族首领担任某种官职有关，所体现的

是家族的政治地位，较为突出地反映了商代家

族组织的政治化发展。此外，有些族徽由两个

官名构成，如亚宁、亚寝、亚册等；有些族名前后

附加有两个官名，如亚册舟、鸟宁册、亚鸟宁、亚
己侯、卫册 等。这类族徽相当于《左传》所谓

“官有世功，则有官族”［23］62，即与族氏首领历任

多种官职或一身兼任数职有关。总之，上述情

况说明，商代晚期的族氏政治化发展较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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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换句话说，在政治力量推动下，商代晚期不

同族氏之间的融合程度明显加强，金文族徽的

政治化明显增强。

从族群融合的角度来看，商代晚期金文族

徽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自殷墟一期

开始出现“子父辛”（《近出》922）、“武父乙”（《新

收》130）之类族徽与父祖日名庙号的联缀形式，

其后数量不断增多。这是各族氏自群意识逐渐

增强的表现，也是各族氏通过对先祖的纪念来

加强和延续族群认同、维护本族利益发展的体

现。（2）以祖先人名为族徽不断出现，形成了人

名与族名相同的许多族徽，如 、壴、行、何、子

何、子启、子渔等。这种情况类似于周代“以字

为氏”或“以人名为族名”，所体现的主要是家族

血缘关系、先祖声名与威望和族氏成员的自群

意识。因此，当这种族徽铜器列于宗庙、用于祭

祀或陪葬时，除将同族血缘关系昭告天地和祖

先神灵以求庇佑之外，还具有“提醒参与祭祀活

动的人群——我们是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共同

体。这样一来，不仅使族徽自然成为全体成员

共同的血缘标志符号，而且在长期祭祖过程中，

它可以使同族成员的血缘关系得到不断认同和

加强，从而使世代族人凝聚起来、传承下来，形

成同祖同族的认同观念”［47］。（3）出现了许多由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氏名构成的复合族徽，如

倗舟、弔龜、 大中、秉盾戊、犬山刀子、糸子

刀、目子弓箙等。这类族徽大多是族氏分化过程

中旧族名附加新族名所形成的各分支族氏名［48］，

有些代表着族氏之间的联合、联盟或者从属关

系⑨，有些属于不同族氏共同作器［49］187-191，有些

是因婚姻关系而将夫妻、父母双方的族氏名合

刻在一起⑩。以上各种复杂的内涵，大致分为因

族氏分化形成的新氏名与旧族名的组合、因族

氏联合或联盟形成的主祭者氏名与从祭者氏名

的组合、因族氏联姻形成的本族氏名与外亲氏

名的组合（受祭者父氏+母氏、致祭者夫氏+妻
氏、已嫁女夫氏+父氏）三种基本类型。由此可

见，复合族徽并不代表一级独立的族组织实体，

而是族氏之间各种复杂关系的表示［50］237-247。这

种情况说明，复合族徽所体现的因族氏分化而

形成的从属关系、因相互存恤吊祭而形成的族

氏联合或联盟关系、因相互通婚而形成的族氏

联姻关系，都是建立在以族氏为本位的基础上，

尚未深入到社会个体和家庭层面，因而当时的

族群融合认同还不足以形成民族共同体，更多

呈现的是族氏林立的局面。

结 语

纵观金文族徽的兴起发展，不难发现夏商

时期的族群融合认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

由姓族到族氏不断融合成长的发展过程。夏代

早期，不同姓族之间的联合与冲突较明显，同时

众多以氏为称的族氏之间矛盾和斗争不断。这

是族氏政治兴起的表现。夏代晚期，金文族徽

随着青铜礼器出现，标志着铸铜技术的进步和

族氏组织的发展。商代早期至中期，金文族徽

在商人族群中不断传播，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增

加。这是夏遗民与商人族群融合认同逐渐加强

的表现。

众所周知，商代除商人族群、夏遗民族群

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其他姓族族群以及散居各

地的土著族群。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各族群之

间的交流融合不断加强，金文族徽的使用也由

早期夏遗民族群的族氏，逐渐扩大到商人族群

的族氏，乃至其他族姓以及土著族群的族氏。

由于子姓商族在族氏的交流融合过程中占据主

导地位，最终在商代晚期形成了一个以子姓商

族为主体、以姒姓夏族为附从、包括其他异姓族

氏和一些土著族氏在内的庞大族群。这个族群

以使用金文族徽为标志，是华夏族形成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当时的族群内部，商

人与夏人已基本融合，他们都秉承青铜礼乐文

化，使用相同的语言文字，以金文族徽作为基层

族氏的标志，与周边各族构成的“夷”相区别，表

面上已经具备了民族共同体的特征。然而，由

于当时的族氏多为单一的血缘结构，族组织规

模较大，各有自己的族徽和祖先祭祀系统，加之

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实际

上其民族性并不强。因此，当时众多的族氏林

立，矛盾冲突不断。许多族氏虽然通过婚姻、纳

贡和接受赏赐的方式，与商王室建立联系，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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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经常反叛或与

商王室敌对，关系时好时坏，在内部并未形成民

族性较强的共同体。可见，华夏族群的融合认

同仍停留在强调血统和血缘边界的较低层次，

并未形成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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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rmorial Inscription on Bronze and Identity Fusion of
the Xia and Shang Ethnic Groups

Luo Youcang

Abstract: The existing data show that the armorial inscription on bronze probably arose in the late of Xia
Dynast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form from the family name to the clan. From the
early to middle period of Shang Dynasty，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lan became increasingly obvious， the
number of the armorial inscription on bronze increased an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expanded. In the late of Shang
Dynasty， the number of the armorial inscription on bronz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Of all these emblems， the number of
emblems based on people’s names， place names and palace names increased. The proportion of composite emblems
increased as well. This is an evidence that the Shang Dynasty ethnic integration identity gradually separated from blood
and turned to geopolitics and constantly strengthened. The integration at that time was still based on ethnic groups
which is highly independent and with strong consanguinity， thus had not penetrated into the level of social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The integration in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did not form a national community based on geographical
relations.

Key words: the armorial inscription on bronze；extended family；ethnic groups；identity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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